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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书籍形式与知识制作的角度切入，本文以广泛流行于晚明，陈建（1497-1567）

编写的国朝通史《皇明通纪》，以及作者不详讲述明代开国事迹的《皇明英烈传》为

中心，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史上历史演义的生成变化及其文化意涵，并进一步分析《英

烈传》这类书籍如何透过图文合作、符号运用、排版方式等设计，整理、简化知识讯

息以协助阅读，如此同时满足读者“认识”我朝历史“知”的欲望以及对于英雄崛

起、布衣发迹故事的喜好，于“再制”知识以利书籍行销传播的过程中，形成某种

“国朝意识”。 

 

关键词：皇明通纪、英烈传、书籍史、演义、通鉴、明清小说 

 

Abstract 

 

       By examining the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en Jian’s (1497-1567) Huang 

Ming tongji 皇明通紀  (Comprehensive Annals of Imperial Ming) and the anonymous 

historical novel Yinglie zhuan 英烈傳  (The Record of Heroes and Martyr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se two works together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disseminating 

knowledge about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from mid-sixteenth century onward. It 

first inspects how these two works and their later editions borrow from each other. Then,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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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book forms of The Record of Heroes and Martyrs, including 

the illustrations, table formats, and special marks that serve as reading aids for the reader,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se special designs might have helped the reader grasp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envision the past of the dynasty in a way hard to achieve before the 

proliferation of books. While previous studies tend to downplay these historical novels for 

their Confucian didacticism and lack of artistic sophistic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may be 

more fruitful to understand these books as cultural products that respond to the reader’s 

desire to “know,” to possess knowledge of “our” history, which in turn create a sense of 

participate in a community of shared information and dynastic consciousness. 

 

Keywords: Huang Ming tongji, Yinglie zhuan, book history, yanyi, tongjian, Ming Qing,    

  historical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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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书籍史研究自上世纪后期从法国史学界开始发展以来，影响广泛。相对于传统思

想史、文学史、古典学研究以作者及经典内容为关注重点，书籍史将视角转至书籍的

生成、制作、流通与传播。在费夫贺（Lucien Febvre, 1878-1956）为《书籍的出现》

（L’apparition du livre, 1958）一书所撰的写作计画大纲中，他以“书籍商品”（le 

livre, cette merchandise）和“书籍酵素”（le livre, ce forment）的概念架构书中的两

大部分：“书籍商品”考察书籍生产的技术层面和经济活动；“书籍酵素”则特别注

重探查书籍作为“思想的辅助器”（auxiliaire de la pensée）、“思想的工具”（outil 

de pensée），其文化作用与影响。其中后者对于阅读史、心态史、文学文化生产、公

共论域、文化资本等议题的研究影响尤深，发展至今结合副文本、图像分析、符号

学、书籍形态学（morphologie）、书目学、文学批评理论，在欧美学界已累积相当研

究成果。1 

        中国自西汉刘歆（公元前 50?-公元 23）作《七略》以来，版本目录、文献学传统

深厚；日文学界长久以来重视汉籍版本考察，从中脱化开展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要

论迭出。2在前述基础之上，学者们兼採、结合东西方研究视野，开始考察中国（特别

是自宋代以降）古籍的社会和文化面向：包括书籍作为商品、讯息媒介、实用指南、

娱乐性文本、艺术品，在思想形塑、知识传播、社会生活、文学表述、政治论域等方

面如何发生作用。如同法国书籍史研究由史学界开始，继而与文学领域结合，汉学研

究这点走向大致相同，目前着力较多的领域包括宋至清代书籍的刊刻、出版与流通，

书籍出版与地域认同或跨地域集体意识之形成，明清时期知识型态的重组变化，传媒

形式如何改变社会政治与帝国运作的权力结构3；文学研究者则着重探究通俗文学的阅 

                                                        
1Lucien Febvre and Henri-Jean Martin, 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 trans. 

David Gerard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7). 秦曼仪，〈书籍史方法论的反省与实践——马尔坦和夏

提埃对于书籍、阅读及书写文化史的研究〉，《台大历史学报》，第 41 期（2008 年 6 月），页 257-

314。 
2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书物世界と知の风景》（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大木康，

《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东京：研文出版，2004）、《中囯明末のメディア革命：庶民が本を読む》

（东京：刀水书房，2009）。 
32009 年以前的研究概况，可参考涂丰恩，〈明清书籍史的研究回顾〉，《新史学》第 20 卷 1 期（2009

年 3 月），页 181-215。另可参见 Lucille Chia and De Weerdt, Hilde eds.,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 (Boston, Leiden: Brill, 2011). 刘琼云，〈我们可以从明代道德故事类书

中读出什麽？——知识编辑、文化网络与通俗忠观〉，《新史学》，第 30 卷 3 期（2019 年 9 月），页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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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群体，小说戏曲精刻本所展现的美学意涵，以及文本拼贴、不同正副文本关系隐含

的多样阅读可能性。4 

        书籍史与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相互资益的方式多样，开展空间仍大。由书籍形式与

知识制作的角度切入，本文将以广泛流行于晚明，广东士人陈建（1497-1567）编写的

国朝通史《皇明通纪》
5
，以及作者不详讲述明代开国事蹟的《皇明英烈传》（以下简

称《英烈传》）为中心，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史上历史演义的生成变化以及文化意涵，

并进一步分析《英烈传》这类书籍如何透过图文合作、符号运用、排版方式等设计，

整理、简化知识讯息并协助阅读，如此同时满足读者“认识”我朝历史“知”的欲望

以及对于英雄崛起、布衣发迹故事的喜好，于“再制”知识以利书籍行销传播的过程

中，形成某种“国朝意识”。 

        过去对于《英烈传》的研究，多聚集在其作者、版本、取材来源以及艺术性的评

价。早期学者或依循近乎现代“小说”的标准，批评其过度拘泥史实，缺乏文学创意
6。但近年日本学者透过扎实的版本考察和文献比对，已经确立了《英烈传》在明代历

史演义中特殊的重要性。川浩二便指出，郭勋（1484?-1542）于嘉靖年间编写《英烈

传》，与当时因“大礼议”而起，连带牵动国朝祀典、开国功臣祭礼的政治因素有

关。而嘉靖本《英烈传》今虽不存，其于万历年间经南京、建阳书坊吸纳《皇明通

纪》内容重制刊刻，对于形塑晚明所认识的开国英雄，影响颇大。7明末至清代，《英

烈传》一再由不同书坊改版刊刻，同时与大量晚明其他通俗历史演义传播至日本，改

题为《元明军谈》，依然畅销。
8
如此看来，过去纯然以艺术成就为标准，或者以书坊

射利，拼贴抄袭看待此作的研究取径，似乎并未能把握到这类书籍在当时文化环境中 

                                                        
4Robert E. Hegel,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Anne E. McLaren, “Ming Audiences and Vernacular Hermeneutics: The Uses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oung Pao 81 (1995): pp.51-80. Wei Shang, “The Making of the Everyday World: Jin 

Ping Mei cihua and Encyclopedias for Daily Use,” in David Der-wei Wang and Wei Shang eds., Dynastic Crisi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nd Beyo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pp.63-92. 杨玉成，〈启蒙与暴力：李卓吾与文学评点〉，收入林明德、黄

文吉编，《台湾学术新视野：中国文学之部（二）》（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7），页 901-986。 
5关于陈建生平，参见钱茂伟，〈前言〉，［明］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北京：中华书

局，2011 ），页 1-2。 
6赵景深，〈《英烈传》〉，《中国小说丛考》（济南：齐鲁书社，1983），页 175。陈大康，《明代小

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页 229-256。 
7川浩二，〈历史小说《皇明英烈传》における“太祖十二英”——明后期における开国功臣への评价の

变迁とその表出〉，《中国文学研究》，第 39 期（2013 年 12 月），页 104-122。 
8德田武，〈通俗军谈研究（一）——《通俗台湾军谈》・《通俗元明军谈》〉，《明治大学教养论

集》，第 165 期（1983 年 3 月），页 2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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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意义？倘若我们同意“新读者成就新文本，而其意义乃是新文本形式作用的结

果”9，那么针对《英烈传》，也许更需要我们探问的是：如何解释这类书籍的流行？

当时的读者在这类的书籍中，读到了什麽？明代中期以来历史演义书籍的兴起，究竟

是为了回应什麽样的读者需求？理解这些需求，以及书籍形式本身暗示的阅读方式，

又如何可能深化我们对当时文化情境与文学用途的理解？ 

        本文分三节探讨上列问题。由于《英烈传》版本众多，与《皇明通纪》关系密

切，本文于第一节先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说明《英烈传》的版本系统、本文讨论所

依据的主要版本，及其引用、改写《皇明通纪》材料的方式。第二节重新思考明代历

史演义模彷通鉴类史书，此类做法标榜的知识摄取模式及其文化意义。第三节中，有

见于近年来历史、小说学者利用书籍史和版本学方法，分别对《皇明通纪》和《英烈

传》二书提出重要观察与重新评价，可惜彼此对话不多，笔者将融贯双方的研究成

果，进一步分析此二书如何交互影响，共同带动晚明“阅读国史”的风潮，“国朝意

识”的建构。 

 

 

二、《皇明通纪》、《英烈传》文本关系概述 
 

        陈学霖讨论明代朱元璋形象建构时已指出，除了历朝皇帝造神的传统，环绕太祖

的神异传说与朱棣合法化其政权的作为，关系密不可分。后者为掩饰篡位之实，透过

《实录》特别美化、神化太祖，以制造其乃承先父开国伟绩继统的形象。这些记述之

后逐渐流出宫中传播于世，不仅为私家撰著之国史所採用，亦复进入《英烈传》等小

说中。10近期，戴彼得（Peter Ditmanson）从出版文化的角度切入，也注意到《皇明通

纪》与《英烈传》之间相互影响的可能，并对晚明出版文化促成“国史”编写丶传播

脱离中央掌控，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刺激对国史之议论的现象，做了细致的阐说。
11
此

二书皆初刊于嘉靖年间，之后在原本的基础上不断被重编翻刻，版本众多。钱茂伟梳 

 

                                                        
9  Roger Chartier,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trans. Lydia G. Cochran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p. 5. 
10陈学霖，〈明太祖“龙飞”官史“塑像”之分析——《太祖实录》史料探源举隅〉，《明代人物与史料》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页 21-75。 
11刘柏正，〈戴彼得（Peter B. Ditmanson）“政治、暴力与明代中叶的出版业”演讲纪要〉，《明代研究

》，第 26 期（2015 年 6 月），页 218-219。Peter Ditmanson, “Imperial History and Broadening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Late Ming China,” Ming Studies 71(May 2015)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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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了《皇明通纪》的版本演变，并论述其历史叙事学价值。12戴彼得以“品牌”或“撰

史体裁”描述《皇明通纪》各本内容虽不尽相同，却承袭同样编纂理念，使读者易于

把握其内容梗概和写作方向的现象。13 

        另方面，《英烈传》在晚明流行的程度，就其复杂而众多的版本关系中，可见一

二。目前学界一般同意，郭勋（1475-1542）于嘉靖年间曾刊刻《英烈传》，郑晓《今

言》记载称之为《国朝英烈记》14，今不存。学者考察，现存万历以降刊刻的《英烈

传》，往往提到一“旧本英烈传”或“原本英烈传”，所指可能便是郭勋所刊者，抑

或与之相当接近的版本。万历时期刊刻的《英烈传》应是取用原本、旧本再加以重整

改造，与郭勋嘉靖年间之作，有一定的距离，不应混淆。15大塚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

说书目》中将现存《英烈传》版本分为三个主要系统16：（一）以余君召三台馆《新刻

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6 卷）和杨明峯刊本《新镌龙兴名世录皇明开运英

武传》（8 卷 60 则）为代表的系统。此二本（以下分别简称三台馆本和杨明峯本）的

文字内容相同，但版式、图像不同，大塚秀高推断应是依据同样的祖本，分别针对南

京、福建市场改版新编；其中三台馆本虽未标示刊年，但据此本明显自我标榜征引

《皇明通纪》的作法，且经仔细比对书籍形式及内容，当最接近嘉靖“旧本”《英烈

传》，也是本文讨论的主要依据。17（二）《全像演义皇明英烈志传》4 卷，第四卷不

全，推估约共 112 则。（三）《云合奇踪》，或 20 卷 80 则，或 10 卷 80 回，万历 44

年序刊。此为清代以降最为流行的版本，相较于前两个系统“几乎用史料编缀成内 

 

 

 

                                                        
12钱茂伟，〈传统中国的历史叙事遗产：以陈建《皇明通纪》为中心的讨论〉，《东吴历史学报》，第

18 期（2007 年 12 月），页 47-74。钱茂伟，〈前言〉，［明］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

页 3-40。 
13何幸真，〈戴彼得教授演讲“改写历史：陈建《皇明通纪》的出版与再版”纪要〉，《明清研究通讯电

子报》，第 61期（2017 年 6 月）(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548，读取 2020.6.11) 
14［明］郑晓撰、李致忠点校，《今言》（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 1，页 48。关于郭勋刊刻《英

烈传》乃为个人政治目的夸饰其先祖，明初开国功臣郭英（1335-1403）战勋之说及相关考证，参见郑

平昆，〈《英烈传》作者考〉，《明清小说研究》，第 1991 年第 1 期，页 148-160。胡吉勋，〈郭勋刊

书考论——家族史演绎刊佈与明中叶政治互动〉，《中华文史论丛》2015 年第 1 期，页 367-404。 
15川浩二，〈一矢、睛を贯く——史书“皇明通纪”と历史小説“英烈传”の语り〉，《中国文学研究》，

第 30 期（2004 年 12 月），页 41。 
16大塚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东京：汲古书院，1987），页 236-240。 
17大塚秀高，〈嘉靖定本から万历新本へ : 熊大木と英烈・忠义を端绪とし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

要》，第 124 期（1994 年 3 月），页 113-115。以下笔者引用《英烈传》，除特别注明，皆据三台馆本。 

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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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透露出近似“编史”的态度，此一系统的叙事明显大幅发挥延展，神异元素大

增，正如书名所标榜尚“奇”。18 

        现存最接近嘉靖旧本的三台馆本《英烈传》，每卷首页皆标明“按皇明通纪演

义”，内文中多处以长方匡线特别标示征引《皇明通纪》、《皇明启运录》、《旧本

英烈传》、《原本英烈传》、《今献彙言》、《西樵野记》、《圣政记》、《遵闻

录》等书，当中以《皇明通纪》（包括《皇明启运录》）最多。大塚秀高推论，三台

馆本很可能是在原本、旧本的基础上，取当时新近刊行如上列《皇明通纪》等史书，

加以校正改写而成。19川浩二进一步比对三台本《英烈传》与《皇明通纪》的叙事，结

论此本整体叙事轴线大体依循《皇明通纪》洪武朝部分，虽然为了增添功臣人物的活

跃性，不无脱逸史实之处，但相当程度上取材确实来自《皇明通纪》以及类似性质的

书籍。除了上列诸书，三台馆本《英烈传》中记述鄱阳湖大战，郭英射死陈友谅

（1320-1363）的叙事和对话，应是取自弘治朝黄金（生卒年不详）所编撰的《皇明开

国功臣录》，而此书亦名列《皇明通纪》正文前的〈採据书目〉中。20 

        由此可见，三台馆本《英烈传》之作无论在编写内容或行销概念上，多有取资于

《皇明通纪》之处。两书参考的资料来源性质相近或重叠，但编写实际操作方式不

同。如《皇明开国功臣录》记载陈友谅中矢死事： 

 

上亲征伪汉陈友谅，大战鄱阳湖，相持连昼夜。英时金疮未瘳，力

疾乘海船鏖战，败贼于禁江口，烧没伪寇蒋知院船。已而友亮中流

矢死，有言英之功者。上问之，英曰：“天威神算，臣何力焉？”21 

 

川浩二推测，既然陈建将《皇明开国功臣录》列于〈采据书目〉中，应当知悉此段记

述，但于《皇明通纪》仅录陈友谅“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未言发箭者为谁，可能

是因爲陈建虽人在广东，但对于当时郭勋在朝的争议性作为，多少已有所知；且究竟

大战混乱中射死陈友谅者究竟为谁，史料记载不同，多有异说，故慎重起见，下笔节 

 

                                                        
18朱恆夫，〈《英烈传》的作者、演变与它的艺术性〉，《明清小说研究》，1995 年第 1 期，页 44-51

转 43。 
19大塚秀高，〈嘉靖定本から万历新本へ——熊大木と英烈・忠义を端绪として〉，页 115。 
20川浩二，〈一矢、睛を贯く——史书《皇明通纪》と历史小説《英烈传》の语り〉，页 34-39。 
21［明］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收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卷 12，页 13a。全书已数位化，可于

该馆“古籍与特藏文献资源”网站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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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22相对地，三台馆本《英烈传》则铺陈人物行动、感受之细节，描述郭英和康茂才

（1313-1370）拦截乘船逃离的陈友谅，一旁张定边救主，“忙弯弓箭射中郭英左臂，

郭英忍痛拔箭，血透素袍，亦用箭射之，正中陈友谅，贯眼及颅而死。”23《皇明开国

功臣录》中“金疮未瘳，力疾乘海船鏖战”一句，在小说中转为强化感受性（忍痛拔

箭）和视觉性（血透素袍）的叙述；“有言英之功者”如此记述保留的冷静、模稜，

在小说中被全然聚焦于郭英危急中作为的紧张急迫取代、确认。《皇明通纪》与三台

馆本《英烈传》二书关系之近与叙事性质之异，由此可见一斑。 

        川浩二并洞见指出，对于当时的读者而言，二书间具有一种相互补充的机能。史

书为小说补充“史实”，小说亦可作为史书的参照资料之一。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皇明

通纪》大量被重新编排、增补的版本系统中，《新锲李卓吾先生增补批点正续合併通

纪宗统》一系在反黑“正”字符号下，排放《皇明通纪》原文，在反黑“续”字符号下，

补入摘自《英烈传》的文字。24（图 1）如此原来《皇明通纪》是《英烈传》的史料来

源，此本中《英烈传》又成了《皇明通纪》的续补。在这自嘉靖以来，以《皇明通

纪》为代表所带动的刊刻、编写、阅读国史的风潮中，此二书如同两大讲述国史的姐

妹品牌：史书更为近实，讯息丰富；小说提供以人物、事件为中心，更容易引人进入

历史情境的叙事，合作回应读者的不同需求。 

        面对史书与小说互补、互塑甚至交缠的关係，尝试划分二者恐怕徒劳。笔者认

为，这些历史演义的大量繁衍刊刻，固然有书坊牟利的商业面向在，但销售量加，蔚

然成风，无论是成功创造抑或敏锐回应了读者需求，都代表此一现象背后连结着一股

新兴的阅读习惯与知识态度。上述《皇明通纪》与《英烈传》关系的考察，更应该带

出的问题是：两书各自衍生又相互影响的生态，如何共同构成一个有别于以往的知识

场域？当中书籍提供的知识型态为何？读者如何从中形成某种对于国朝历史的认识？ 

 

三、“通鉴”图书与历史演义 
 

        我们不妨从嘉靖以来“通鉴类”图书的勃兴切入，先思考当时出版环境中，史籍

与演义分枝共生的现象。众所周知，朱熹（1130-1200）编纂《资治通鉴纲目》，由于

其标举纲目，以简驭繁的作法，极有助于面对卷帙浩繁通史之作的读者，把握叙事要 

                                                        
22川浩二，〈一矢、睛を贯く——史书《皇明通纪》と历史小説《英烈传》の语り〉，页 41。 
23［明］不著撰人，《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收入《古本小说集成》第 2辑 48 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994，据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藏明刻本影印），卷 4，页 14a。 
24川浩二，〈一矢、睛を贯く——史书《皇明通纪》と历史小説《英烈传》の语り〉，页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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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历史要义。加上其理学宗师的地位，此书体例广为后世学者沿用，成为重要的史

书写作范式。〈《皇明通纪》凡例〉便明言其精神乃“彷《资治通鉴》而作，凡群书

所载，必有资于治者，方采录之。细故繁文，无资于治者，弗录”，而其体例“纪事

多首擧其纲，后乃详其事目。联书之，彷张光啓〔笔者按：永乐间进士，生卒年不

详〕《通鉴续编》例也，不敢显拟朱子也”。
25
虽谦称“不敢显拟朱子”，言下实不无

暗中追步之意。书籍市场上，明代立理学为官学，利禄所趋，各种化繁为简、标示重

点，有助于知古论今、准备科考的“通鉴类”书籍，随着明中后期出版业的发达，大

量刊刻。26学者研究明代建阳书坊的小说刊刻已指出，许多书坊主往往同时刊行通鉴类

图书与通俗历史演义：例如嘉靖三十一、三十二年分别刊刻了《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

烈传》（以下简称《大宋英烈传》）和《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的杨氏两清堂（兼指杨

氏家族连锁书坊清江、清白堂），在正德和嘉靖前期，便已经刊刻了商辂等所撰《续

资治通鉴纲目》（27 卷）及《续编资治宋元纲目大全》（27 卷）、朱熹《新刊资治通

鉴纲目大全》（59 卷）等书。27就知识原料而言，后者的编写往往便自前者取材，方

便二次利用。就产品路线而言，通鉴类图书与通俗历史演义带有高下进阶关系，前者

针对阅读能力较高的读者，往往标榜有助科考；后者则调整编年体图书内容全面但零

碎，一般读者难以消化的问题，从中拣择拉出清晰的事件发展脉络，同时部分袭用宋

代以来讲史平话的内容，再制出以人物、事件为主轴，较为生动引人的叙事。28 

        书籍形式上，“仿史”正是这些历史演义的卖点。嘉靖年间刊刻的早期历史演义

小说，多不以“回”分章，而是以“节”、“节目”区隔叙事段落。以前文提及的

《大宋英烈传》为例，此书正文起首标示“起建康元年丙午岁，止建炎元年丁未岁，

首尾凡一年事实”，次行注明“按宋史本传节目”，接着便是综述夏商周三代至五代

历史纲要，以协助读者进入南宋中兴故事的诗歌一首，如此先行编年、次注明演义叙 

 

 

 

                                                        
25［明］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页 21。本文《皇明通纪》引文皆依此本。此本所据之底

本为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嘉靖乙卯 1555 东莞陈氏刊本。全书已数位化，可于该馆“古籍与特藏文献资源”

网站上阅读。 
26关于科举与出版文化的深入考察与分析，参见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7类似之例颇多，参见涂秀虹，《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页 96-99

。 
28同前注，页 93-96、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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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所据史书、再以一篇“古风”类韵文做历史回顾，前情提要并预告正文要点的“前

置”表述形式，大体成为较早期通俗历史演义书籍的定式。29（图 2）《大宋英烈传》

是熊大木（1506?-1578?）与书林清白堂合作成功的第一部畅销书。它标志着宋、元讲

史平话之后，嘉靖期间书坊作家在《三国》故事之外，借力于“通鉴类”书籍，找到

了编写历史演义的新题材、新模式。
30
这些通俗演义，几乎都标榜其史书依据（“宋史

本传”、“唐书实史”、《春秋左传》等），完整书名中亦常见特别表出“按鉴”演

义、志传者。“通鉴”史书中的纲目，经小说编作者取用调整，则往往便成了通俗演

义中，作为段落标题的“节目”。三台馆本与杨明峯本英烈传亦是如此：正文首页标

示“起元顺帝至正元年辛巳岁至元顺帝至正五年乙酉岁，首尾凡五年事实”，注明

“按《皇明通纪》演义”，接着“词曰”以一首七言诗歌勾勒全书大纲。（图 3）稍

有不同的是三台馆本《英烈传》先列出了“目录凡五段”，也就是小说前五节的“节

目”31，更仔细协助读者明暸即将展开的叙事，在元顺帝至正五年期间，主题、要事为

何。 

        小说编作者如何剪裁制作各部历史演义，需要个案考察。32就《大宋英烈传》和

《英烈传》而言，过去文学研究者如陈大康批评熊大木编写《大宋英烈传》引用奏

章、题记、檄文、信件、历史人物所作诗词比例过高，“呆板生硬”，“硬性镶嵌”
33；赵景深批评“《英烈传》写得很坏，事实多而描写少……其病就在于受了正史的束

缚”34；反过来看，正说明了这类书籍倾向保留素材“原味”，使读者感受其“近于史

书”的特质。而其编作者撰写的序文、叙事体例的设计，一再凸显其与“通鉴史书”

的亲近性，以此行销，且广受欢迎，复可见这些历史演义所回应的，是读者对于各朝

开国史事、朝代兴衰的兴趣和“知的欲望”。这并不表示读者对于叙事的流畅度，引

人入胜的技巧全不在意，而是相对而言，文学感发人心，带领受众身历其境的作用， 

                                                        
29其他例子尚可参见嘉靖三十二年杨氏清江堂刊《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三台馆刊《新刊

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明］薛居士的本、熊锺谷编集，《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

义》，（收入《古本小说丛刊》第 4 辑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1991，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嘉

靖 32 年杨氏清江堂刊本影印），卷 1，页 1a-1b。［明］余邵鱼编集、余象斗评梓，《新刊京本春秋五

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收入《古本小说集成》第 4 辑 11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994

，据日本蓬左文库藏本影印），卷 1，页 1b-2a。 
30大塚秀高对于金、元以降到《英烈传》历史演义书籍的发展流变，有非常详细的梳理。大塚秀高，〈

嘉靖定本から万历新本へ——熊大木と英烈・忠义を端绪として〉，页 79-134。 
31实际上为六节，笔者疑为刊刻之误。 
32可参见涂秀虹，《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页 103-107。 
33陈大康，《明代小说史》，页 239-240。 
34赵景深，〈《英烈传》〉，《中国小说丛考》，页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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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读者可能更习于从听戏、听书等表演活动中，得到这方面的满足；而书籍中透过

纸张和印刷文字、图像“演史”，此一媒介特色，更在于能够捕捉、具象化在“听”

史过程中有声无字的人名、地名，一溜而过的知识讯息，以及因为沉浸在情绪感染

中，一时难以把握的事件全局。这便解释了为何这些历史演义书籍并不特别着意于艺

术性的文字经营。书坊营利，畅销商品需要把握时机出版，无暇经营文字深化内容，

固然是原因之一。然而就小说史发展进程来看，从“按鉴演义”到白话叙事美学，本

需要长时间的实验、练习以致精熟；大约到十六世纪末叶及十七世纪，成熟的长篇白

话小说方陆续出现。而嘉靖、万历时期这些历史演义所致力的是提供一种可与“通鉴

类”史书关联类比，但语言、叙事、形制更为平浅亲切的书籍。书中各类插图，将人

名、地名、朝代、征引书籍等专有名词反白、加圈、框线，正文前提供帝王世系、历

史人物表——种种协助读者阅读的作法，才是这类书籍吸引读者的特色及作用之所

在。而那些稍嫌生硬插入的奏章、檄文、诗词，对读者而言可能也是难得能接触历史

“原料”的机会。无论读者是否逐字细读这些“原文”，将之包覆在白话讲史叙事

中，无疑能造成一种更为“近实”，更接近知识出处的效果。 

        以三台馆本《英烈传》为例，此书于序文和正文之间，设计了“新刻皇明开运辑

略武功名世英烈传首录”，罗列书中出现的重要人物。起首当然是“太祖高皇帝”，书

中以约一面的篇幅，简介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生于何时、何地，何年初次起

兵，进兵统一天下的征战路线（“将兵渡江取太平、集庆、江州、南昌、武昌、两

淮、两浙”），即位、驾崩于何时，徽号、庙号为何。次列“功臣封爵位次元功十二

人”：魏国公徐达（1332-1385）、开平王常遇春（1330-1369）、韩国公李善长

（1314-1390）、刘基（1311-1375）（因辞爵封诚意伯）、曹国公李文忠（1339-

1384）、卫国公邓愈（1337-1377）、信国公汤和（1326-1395）、黔国公沐英（1345-

1392）、保国功冯胜（1330?-1395）、武定侯郭英、颖国公傅友德（?-1394）、德庆侯

廖永忠（1323-1375），并说明“以上功臣十二人，太祖名为十二英”；每位功臣名下

皆简要叙述其出身、与太祖遇合因由及其重要功勳。接着列出“列侯五十二人”人名

和爵位，以下再分类罗列“守御郡邑及阵亡、出使死节忠义文武功臣追封列爵共七十五

人”、“廷佐辅文武功臣自列侯而下者共二十八人”。（图 4） 

        这些列表暨人物要述，一方面具有“人物简介”的功能，向读者预告此书故事中

的主要角色依序为哪些人，辅助阅读；另方面，人名与爵位并列，简介中一一注明各

功臣是否进入“肖像功臣祠”、“配享太庙”，次分类中注明哪些功臣“塑像于豫章

忠节庙”，哪些“追封于康即山忠节庙”，如此这份正文前的“首录”，形式上宛如

一份“纸上忠烈祠”，数页篇幅便将由“太祖”领军的一百六十七位英烈据功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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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辅佐性质依序排列。刊刻于崇祯元年，以三台馆本为底本进一步精緻化、抬高书

籍档次的《玉茗堂批点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除了保留这份正文前的“首

录”，更在每卷首页，以更近于碑版的样式，上栏以大字呈现功臣爵位，如“魏国公

徐”、“郑国公常”，下栏三到四行的空间以赞词文体，叙述其功绩。如此每卷都是

抢眼的三至五列功臣爵位和赞词开篇，继以五至十幅精美全页插图表现此卷将讲述的

重要战役或事件，之后再进入文字叙述。35相对于祠庙固定的实质空间，可携带流通的

书籍文本将“我朝功臣”个个安放位置表列化，带给读者。这正文前的“首录”，制

造出宛如进入“我朝开国神殿”的文本空间，带领读者先环览整齐罗列的众英杰神主

牌，随后接续“按鉴演义”的图像及小说正文，进入神主牌背后的历史情节、事件始

末。 

       《英烈传》中的插图及其标题，往往与文中的“节目”同样具有类似提纲、标示

重点的效果。钱茂伟分析《皇明通纪》的成功，指出此书在书眉上以短句拉出小标

题，宛如现代“关键词索引”的作法，极有助于读者在长篇叙事中，抓住要点。36《英

烈传》的图像，也有类似的效果，《皇明通纪》中的文字标题，不时可见在小说中转

化为与图像同时出现的版画标题。例如太祖击败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福寿（?-1356），

拿下金陵，自然是开国战事重要的一役，《皇明通纪》此段书眉标“取金陵谕安人

民”37，三台馆本《英烈传》版画标题“太祖兵取金陵府”更为简单扼要；陈友諒陷太

平府，守将花云（1322?-1360）力战守城不屈而死一段叙事，陈建予以“花云夫妇死

节”、“侍婢存花云孤儿”、“神救孤儿”三个小标题
38
，三台馆本《英烈传》亦铺陈

此段叙事，以“花云妾双全节义”插图。39另如《皇明通纪》中太祖“征聘刘基宋濂”

一段，杨明峯本以“太祖迎接刘基宋濂”插图，配合太祖亲迎刘、宋、章溢（1314-

1369）、叶琛（1314-1362）“四贤”，宋濂（1310-1381）讲陈治道的文字内容（图

5）；《皇明通纪》中“洪武元年”开篇记：“正月四日乙亥，上亲为文祭告天地于南

郊”，其上书眉标“即皇帝位”，杨明峯本以“太祖登坛祭天地”为插图标题，版面

上方配图，下方以文字描述进行中的祭天仪式，以及刘基诵读的祭文内容（图 6）。

不同版本插入的图像大小、精粗不同；所选择的标题与调整处理的方式也各有考量； 

                                                        
35［明］不著撰人，《玉茗堂批点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崇祯元年刊本（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

文献馆藏，崇祯元年刊本），卷之二像，1a。卷之二至六图像部分首页形式皆同。 
36钱茂伟，〈传统中国的历史叙事遗产〉，页 54。 
37［明］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页 26。 
38［明］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页 50。 
39［明］不著撰人，《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卷 2，页 126-127；卷 3，页 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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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图并置增添阅读趣味，吸引读者往下翻览40，并且作为阅读指标突显重点，协助理

解的作用近似。 

        回到当时文化生产场域重新思考这些历史演义，我们必须留意到，它们不仅是较

为生涩的白话文学作品，也是当时新兴的知识媒介。其生产、传播以及书籍本身的样

态，背后牵连着当时读者吸取历史“知识”、认识过去之方式的变化。此处“知识”并不

意味全然“真实”，而是任何“为一或多个社会群体接受为真实的观念及观念套组。”41因

此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必在于这些书籍中的历史讯息是否全数正确无误，而是它们如何

建构出一个文本空间，令读者接受当中的内容是“近于”史实的，是可与“通鉴类”读物

类比的。读者透过这类读物的帮助，增广见闻，把握历史人、事的基本资讯，各朝兴

亡之来龙去脉，重要人物的作为，由此进入（即使只是擦边而入）过去一般只限于上

层社会阶级、高阶读者的知识领域。除了自元末以来刊行不辍的《三国志传》，嘉靖

至万历时期《大宋中兴演义》、《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

义》、《全汉志传》、《东西晋志传演义》、《英烈传》密集问世，再版，改编，重

刊。在这股“演义热”中，原本对于“非”精英而言，仿佛飘浮于时间之流的历史人、

事，透过印刷技术被收纳、系年、排列，进入具体可以入手展读的书页空间。42先秦

到明代开国这一段长长的“过去”，被赋予秩序，以“节目”定位，图像、表格、特殊标

示辅助指南，使读者进入时间之河有所依傍，不致如堕五里雾中。可以说，通俗演义

书籍以一种新的形式包装（package）、再现（represent）“过去”：相对取得容易，图

文并茂的“掌中古今事”，降低了进入“历史”知识圈的门槛，或者至少制造出读者自认

可以进入这个圈子的感觉。 

 

四、国朝意识的形成 
 

        相较于前朝历史演义，《英烈传》与《皇明通纪》互为羽翼，讲述“我朝”皇明

开国故事，意义又自不同。钱茂伟已指出，陈建作《皇明通纪》，有强烈的“致用”

意图，其目的“不是为了全面阐述、展现明朝历史”，而是希望通过整理国朝自初建

立至当代的重要事件、政策、历史经验，以回应、思索当前的社会问题。陈建序文自

言此书之作，始于其“每繙阅我朝制书，洎迩来诸名公所撰次诸书……取其有资于 

                                                        
40何谷理（Robert Hegel）著、刘诗秋译，《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页 195-243。 
41 E. Doyle McCarthy, Knowledge as Cul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2. 
42此时期出版的各类通俗历史演义，可参考涂秀虹，《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页 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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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可为通鉴者，编年次之，参互考订，正其舛疑”43；邓元锡评价《皇明通纪》“于

人才、风俗、政体、边防三致意焉”，皆说明此书“用世”之心。44陈建如此看待明朝

的历史进程： 

 

夫自古国家，莫不有创业垂统焉，亦莫不有持盈守成焉。我朝洪武

开国四十余年事，无非所为创业垂统也，《启运》一录备矣。继自

永乐，下迨正德，凡八朝一百二十四年事，无非所谓持盈守成也，

则今《通纪》具焉。45 

 

表面上，“创业垂统”与“持盈守成”两部分似乎安放了国朝生命的统序，但陈建真

正的关怀所在，更在于他入仕、写作于嘉靖朝期间，观察、感受到的“世变”。序文

中，陈建继续以“祖宗时”边烽少警，风俗淳美，财用有余，法度昭明对比于“迩

来”胡骑侵边，风俗浇漓，度支不足，法度废弛。这当中或许不免因深感当世之症，

对“祖宗时”溢美太过，但也正是这般理想化的国初投射，透露出当前国事之堪忧：

“是果世变成江河之趋而不可挽与，亦人事之得失有以致之也？”“不可挽”俨然过

于消极，剖析“人事之得失”以挽回国初盛势，乃陈建“所深愿焉”而虑仅凭一己

“力莫之能与也”，于是希冀透过《皇明通纪》之作，“为当世借箸之筹”，鼓励

“有志于世道者，尚相与商之”。46可以说，陈建所选择的，提纲挈领择要去繁的述史

模式，与其序文中“相与商之”之言，共同表现出一种邀请、参与的意态。方便检读

的文本迎纳读者进入书中，而除了阅读、照鉴，作者更期许读者“相与商之”，将阅

读历史转化为参与社会、国事的言说行动。 

       《英烈传》仅涵盖《皇明通纪》“创业垂统”的部分。其讲述开国故事的主题，

不免予人为帝王“歌功颂德”的联想。然细读其文图，太祖神武与开国群英实为交织

并重的主轴。序文开篇罗列三代自汉唐君臣遇合，归结“盖君必得是臣而后翊谋效用

有所资，臣必得是君而后启沃匡辅有所主”。从君臣概论起首，再具体转至明朝君

臣：“我太祖高皇帝……倡义于濠梁，而英雄豪杰闻风向慕者如云，斯集文谟武略卓 

 

                                                        
43［明］陈建，〈《皇明通纪》序〉，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页 1。 
44［明］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页 31-33。 
45［明］陈建，〈《皇明通纪》序〉，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页 1-2。 
46［明］陈建，〈《皇明通纪》序〉，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页 2。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依大中文与教育学刊》 

Ji l id 1(第一期), 2020,eISSN2716-5493，44-74 

 58 

 

然盖世……观其一时佐理之功……同心协力，尽瘁鞠躬，积十年而辅成一统太平之

业”，一方面以太祖为中心陈述众豪杰应和相从，另方面同时强调文武群英协力“佐

理之功”，“辅成”之太平大业。太祖与群英，在开国叙事中乃一个整体。稍晚《英

烈传》再经改写并改题为《云合奇踪》，“云合”二字所取正是“群英向慕聚合如

云”之意。 

        小说内容的设计，亦是以平衡呈现太祖与“群英”事蹟为原则。就节目与插图中

标举的人名看，太祖之外，李文忠、徐达、胡大海（?-1362）、常遇春、汤和、刘

基、宋濂、朱亮祖（?-1380）、花云、郭英、傅友德、王禕（1322-1374）等，都是整

个开国叙事中指标性的人物，至今仍在通俗历史知识圈中为一般大众知悉。为突显

“群英”作为，如朱亮祖降归一段特别得到铺陈。《皇明通纪》中书眉标示“朱亮祖

之勇”，主要介绍“亮祖……初为元义兵元帅，上渡江克太平，亮祖来降。上喜其勇

悍，赐以金币，俾仍旧官。居数月，复叛归于元。”之后太祖遣徐达、常遇春讨之： 

 

常遇春被创而还，上自往督战，达［笔者按：徐达］奋兵攻之。亮

祖败，获于城下，缚以见。上曰：“尔将如何？”对曰：“是非得

已，生则尽力，死则死尔。”上壮而释之，使从征。47 

 

整段叙事以太祖为中心（上渡江、上喜亮祖勇悍、上遣将讨之、上自督战、上壮而释

之）。《英烈传》则将叙事主轴转至朱亮祖与“世为农家”的常遇春身上48，先设计朱

亮祖当朝直谏元顺帝应当“开府库发仓廪以济军民之饥”，不应重赋厚敛，使“州郡

多置贪官酷吏，刻民膏脂，民尽贫饥，赋税无措，因此逼迫为盗”，因此触怒顺帝遭

贬于宁国。其后太祖率将士取宁国，朱亮祖迎战刺伤常遇春，擒获太祖阵营数千人，

诸将不敌的战况，此段大致依《通纪》略加发挥。49 

    最大的改动在于最后朱亮祖终于遭擒，受缚所见者非太祖，而是先前遭之刺伤的

常遇春，借此小说戏剧性升高，同时常、朱两人转为此段主角： 

 

 

                                                        
47［明］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页 31。 
48［明］不著撰人，《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卷 1，页 35a。 
49［明］不著撰人，《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卷 2，页 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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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春令左右推朱亮祖至，亮祖不跪。遇春怒叱曰：“匹夫无知，敢

以鎗刺我，幸有护甲不敢重伤。今日被拿又如此抗拒，复人何说焉

？”亮祖曰：“二国交锋，岂避生死。今我不幸既以被执，愿请一

死足矣。”……遇春见其勇壮，乃谓众将曰：“朱亮祖言词相貌，

诚有大将之才，况临死不惧，实为大丈夫之志。昔日张翼德义释严

颜，乃成收蜀之功，我今义释朱亮祖，以取江西，若何？”50 

 

此处略过了《通纪》中所载，朱亮祖曾降而复叛、再降的转折，而重在描绘其勤政爱

民，骁勇善战，直谏不得志于元廷的遭遇、心境。双雄相会，突显朱亮祖沉着无畏，

常遇春化怒气为揽才之心，发挥“英雄惜英雄”的主题。三台馆本更为此一幕制作了

细致的全页插图（图 7）。图中朱亮祖立于常遇春面前，平顺略为上扬的五官与脸部

线条，表现其从容不屈；常遇春手握绑缚朱亮祖的绳链，位置极为接近后者下颚，形

成视觉焦点。胜者朝上的手掌既是握绳，又似将承托败将之颜面，隐含和解之势；两

端几乎等长下垂的绳鍊，透露对等甚于威逼的关系，以至于绳鍊原本压制的目的，转

而更像连结起两位豪杰。相对太祖的角色则在此隐身。 

        这裡特别值得思考的是：小说中常遇春明白引述《三国演义》“张翼德义释严

颜”事，作为一己效法对象，如此语言行动的作用和意义。过去较为简单的看法，多

视此为不具文学创造性的袭仿。学者也已指出，《英烈传》中，太祖亲请徐达，至其

所居永丰乡“下马步行入村，访问至徐达门首，忽听得门裡有弹剑作歌之声”51；鄱阳

湖第三战，刘基以火攻陈友谅“联船结寨”；打苏州，刘基筑台，仗剑祭风；这些叙

事细节多可见《三国演义》的影子。52然而，倘若我们留意到，汉代开国与三国蜀汉在

《皇明通纪》和《英烈传》中特别的参照关系，后者“袭仿”当中所隐含，我朝“追

步”乃至超越前代之意，便自浮现。《通纪》记述太祖大封功臣，为说明“铁卷之

制”，引用李善长铁卷内容，文中太祖将李善长之功比之于萧何。陈建随后按语： 

 

 

 

                                                        
50［明］不著撰人，《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卷 2，页 36a-37b。 
51［明］不著撰人，《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卷 1，页 25b。 
52徐朔方，〈前言〉，［明］不著撰人，《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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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谓：“吾能用三杰，所以有天下。”元功封侯，十有八人而

已。我明聿兴，李韩公之勳烈，无异萧何；徐魏公之将略，逾于韩

信；刘诚意之智计，埒于张良。若乃常遇春、李文忠、傅友德诸人

，皆非三杰之俦匹，而视十八将瞠乎其后。我朝开国元功，视汉高

尤有光矣。53 

 

明太祖布衣起兵，“朕本淮右庶民”、“微寒”、“朕本农夫”一类措辞，充斥各类

诏书之中，乃朱元璋自我形象定位的重要元素54。也因此当盱衡古今，回视前代开国君

主时，“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的汉高祖刘邦（公元前 256/241-195），及其自 

草莽追随建业的袍泽，成为前者特别认同与比较的对象。陈建按语进一步对两位君主

的开国文武团队，加以类比，结论“我朝开国元功，视汉高尤有光矣”。《英烈传》

最末一节太祖依功封赏，赞誉诸将言：“汉之高祖有三杰而定天下，朕有十二人乃十

二英也，岂在三杰萧何、韩信、张良之下”，也是同样思路。55 

        而在小说末段平蜀叙事中，三国蜀亡的前例，复成了太祖阵营用以劝降敌方之史

鉴。其时四川已由明玉珍（1329?-1366）之子继位为王，丞相戴寿（?-1372）专权。杨

璟（?-1382）奉太祖命入蜀劝降，戴寿以卧龙自比，杨璟则指出不仅戴寿无卧龙之

才，且“昔之据蜀最盛，莫如刘备。诸葛亮佐之，调练士卒，财用不足取之南中，然

犹朝不谋夕，仅能自保。”
56
在此《三国》故事不再是大明阵营效法的对象，而是勉力

支持不免凋微的前例。换言之，尽管在叙事细节、典故上，《英烈传》常有模彷、征

引《三国》故事之处，但其模仿背后的精神，实偏重于“我朝更甚前代”的超越之

感。《英烈传》编作者的策略，不仅是袭仿，更是“置换”：将读者熟悉之历史人物

的智略、义举，调动补充嫁接于我朝人物身上。在此英雄形象、作为的本质大同小

异，但当豪杰人物转为我朝元勳时，“历史”与读者的距离便大幅拉近。相对于前朝

历史演义，《英烈传》中所开之国仍为进行式：读者读的不完全是“过去”，而是

“此刻之所由来”的时间连结，“我朝”诞生的故事。 

         

                                                        
53［明］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页 170。 
54［明］朱元璋，《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收入《中国史学丛书》第 22 种，台北：台湾学生书

局，1965，据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影印），卷 1，页 1a-7a。 
55［明］不著撰人，《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卷 6，页 47a。 
56［明］不著撰人，《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卷 6，页 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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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我朝”的现在性、优越感，配合太祖及群英的平民出身，对于读者的吸引

力，可以想见。首先，小说从太祖自言“所居相近，远者不过百里”的同乡近邻聚合

结义叙起57，赋予于国朝地位崇隆的开国太祖、功臣，早期发迹如布衣豪杰的形象。开

国叙事纵然不乏推尊揄扬之辞，但读来同时也是一群平民弟兄发迹，封侯成王的故

事。其次，三台馆本《英烈传》的“近实性”，将读者带入一种前所未有，“亲近”

我朝历史的关系中：不仅国朝人物言行跃然纸上，书中穿插织入叙事的诏书、铁卷

文、太祖诗赋，将政治中心、朝廷大内製作的典章文献，带出宫廷汇聚一处，来到读

者手中眼前。百多年前大明开国种种人物、事件，透过书籍媒介的物质性，涵纳于数 

卷书册当中。阅读这样的书籍，进入当中的世界，仿佛也就“与闻”了“大明”成立

的过程，进入“国朝”的生命史。无论是《皇明通纪》的“用世”意图，抑或《英烈

传》的通俗演义，两书文类别异，作法不同，但协助读者把握本朝大事，拉近国史与

当代的距离，形成某种读者“参与感”的效用却近似。而如《英烈传》这般“纸上” 

开国叙事，更可能改变了时人认识、想像“国朝”的方式。现代读者习于大量印刷书

籍、文字讯息，初看《英烈传》这类描述“我朝光荣”的历史演义，往往不以为意，

甚至不以为然。然而对于十六世纪中国的许多读者而言，相较于碑刻、壁画、祠庙等

存在于特定空间的朝代、文化认同建置，图文并茂，配备各种阅读辅助，内容亲切的

携带型通俗演义国史书籍，在当时应是相当新颖的文化商品兼知识媒介。其流行以及

之后晚明其他小说对于本朝故事、乃至时事的高度兴趣，必须由此理解。 

 

五、余论 
 

        透过审视《英烈传》的书籍形式，其与《皇明通纪》的关系，以及促成此书之作

的出版文化脉络，本文立论：相对于过去强调“艺术性”的评价标准，由书籍史角度

切入理解《英烈传》这类历史演义，或许更能把握到其文化意义，以及当时读者社群

的需要与心态。无论就内容或引用史籍出处的标示而言，三台馆本《英烈传》编作者

皆刻意突显其“近实”性，以此为卖点。书籍版式、图像和各种符号列表协助读者提

取重要历史讯息，进入叙事；书籍内容既张扬国朝光荣，亦不乏平民豪杰发迹的色

彩。整体而言，这样的书籍满足读者认识本朝开国史事，同时享受英雄战争故事的欲

望。透过灵活的纸张印刷，功臣爵位、事迹介绍、姓氏列表、时间序列等聆听讲史说

书时较难把握的知识讯息，被固着于书页之上。对于“非”士人，“外”于上层知识 

                                                        
57［明］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页 170。［明］不著撰人，《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

世英烈传》，卷 5，页 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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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的读者而言，这样的书籍将“历史”具体化成为方便携带、翻览、进入的物质性存

在，如此逐渐改变了读者认知过去的方式，增强其参与感，丰富开国想象，不知不觉

中形成一种有别于前代的国朝意识。其后针对明代其他的重大历史事件，如靖难、郑

和下西洋、土木之变，抑或时事如倭寇问题、魏忠贤乱政所编写的小说之作，皆可置

于此一脉络下看待。 

        由此我们尚可进一步思考，书籍史视野可能为明清小说研究，开拓出哪些空间？

明代中叶之后，出版业大盛，编写、刊行小说蔚然成风，此已为文学史之定论。在此

类型、数量众多的出版品中，符合“经典”评价标准之作，其实有限。也因此除了

“四大奇书”以及“三言”、“二拍”之外，学者分析较为成熟的小说作品，大多写

成于清初以降。面对晚明这批数量庞大、“艺术性”有限的通俗小说书籍，近年来由 

于出版文化研究的兴起，学者已较为全面地勾勒出当时的出版环境、商业操作，针对

书籍形式种类之繁，城市环境之下读者与市场的需求，做了初步讨论，大体仍较偏向 

文学性书籍的生产製作与流通传播。58笔者以为，倘若我们抱持理解晚明“文学生态”

的心意，更进一步考察个别书籍组成的元素，细审有形的书籍文本如何调整、形塑抽

象的概念与认知，发掘书籍的编作与读者需求（兼含经济实用与内在心理）、文化意

义的生成彼此间的关系，那麽尽管这些作品并非奇花异草，其通俗务实的存在仍然发

散价值，足供我们理解明清小说进入成熟期之前，在晚明此一“实验性”阶段，种种

成功与不成功的尝试，背后牵连的编／作／读者心态，以及当时社会文化风气、社群

自我意识之变化。换个方式说，这些书籍若单独视之，或者阅读现代点校本，往往无

足可观。然而一旦将之放回其原本的生态圈，其原初制作的用途，面对的读者，种种

细微而有趣的讯息，便能逐步透现。 

    而当我们更仔细观察这个“文学生态圈”，便会发现：书籍传播、吸纳不同阶层

读者的力量，不仅牵涉经济模式和文化活动型态的改变；读者的数目、背景、需求发

生变化，连带也改变了“文学”的内质。除了“缘情言志”的抒情传统，典册高论代

表的古典实用文类美学，晚明的文化生产场域中，一种游移于史传与虚构，试图中介

雅与俗，兼顾知识和娱乐性的写作，繁盛（也不免杂乱地）生长着。这当中隐含文本

作用、文学感性、伦理价值观、自我与世界认知想象的异动，是“商业”模式之下，

更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的，人心思维、感知样态变化中的面貌。 

 

                                                        
58可参见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程国赋，《明代书

坊与小说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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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演义而言，过去文学研究者多偏重注意其宣扬儒家忠君思想的“说教性”
59，然而当我们将早期讲史平话中相对轻乎儒家正统观的“草莽气”，本文所论嘉靖朝

历史演义生成的环境因由，以及之后成熟历史小说文人化、儒家化的现象并置综观，

则其“说教性”形成的理路及内中的复杂性，便能得到更为恰切的理解。与其将“说

教”归因于士人阶层作者的保守，儒家思想经由朝廷官员、菁英阶层自上往下的“灌

输”，历史演义的兴起所诉说的，或许更是一个外于菁英阶层的读者向慕知识社群，

希冀经由“通俗”书籍商品得到文化提升和“历史”参与感的故事。这或许并不改变

后期历史小说教化色彩浓厚的特质，但却能使我们对于此一现象从何而来，有更深刻

的理解，而免于简单的贬抑。此外，生态圈的观察，让我们看到，现代学科分野区分

为二的“文学”和“历史”，回到晚明出版文化圈中，其实曾有过形同“姐妹商品”

的关系。这提醒着：欲更精准地把握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演化过程，除了过去对于中 

国广义史学传统和“小说”一词的溯源探析，宋元明出版文化之间承继转化的现象，

通鉴叙史模式与历史小说意识形态、叙事笔法之间的关系，亦值得留意。 

        最后，《英烈传》与国朝意识这样的题目，或许予人强调“中华”，无关“海

外”之感。然而若我们退一步涵摄内外，应当注意到晚明的世界认识与自我意识，其

实是相互影响彼此形塑，一体两面的课题。《英烈传》以及其他同时期历史演义中对

于北方异族、忠烈元臣的描写，值得进一步探讨；而如《三宝太监下西洋记通俗演

义》这般以“海外”为主题之作，当中亦不乏纠结的“大明”意识。60边陲与中心，从

来不是二择一的立场，而是必然牵连，必须同时关照两端，不断对谈，以深化理解的

过程。 

                                                        
59何谷理（Robert Hegel）著，刘诗秋译，《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页 36。 
60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考刘琼云，〈神魔传统遇上海外知识——《三宝太监西洋记》中的世界、叙

事与想象〉，《台大中文学报》，第 62 期（2018 年 9月），页 49-104。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依大中文与教育学刊》 

Ji l id 1(第一期), 2020,eISSN2716-5493，44-74 

 64 

 

【征引文献】 

 

一、 传统文献 

 

［明］不著撰人，《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收入《古本小说集成》第

2 辑 48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994，据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藏明刻本影

印。 

［明］不著撰人，《新锲龙兴名世皇明开运英武传》，收入《古本小说丛刊》第 36 辑

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1991，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 19 年杨明峯刊本影

印。 

［明］朱元璋，《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收入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

第 22 种，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据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影印。 

［明］余邵鱼编集、余象斗评梓，《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收入

《古本小说集成》第 4 辑 11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994，据日本蓬左文

库藏本影印。 

［明］陈建辑、袁黄、卜大有补，《新锲李卓吾先生增补批点正续合併通纪宗统》，

收入《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 2 辑史部第 1 册，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1，据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日本元禄九年京都林九兵卫刊本影

印。 

［明］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北京：中华书局，2011。 

［明］郑晓撰、李致忠点校，《今言》，北京：中华书局，1984。 

［明］熊大木编辑，《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收入《古本小说集成》第 4 辑

139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994，据日本内阁文库藏嘉靖 31 年清江堂刊本

影印。 

［明］薛居士的本、熊锺谷编集，《新刊参采史鑑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收入《古本

小说丛刊》第 4 辑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1991，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嘉靖 32

年杨氏清江堂刊本影印。 



 

纸上开国——书籍媒介、知识制作与《皇明英烈传》中的国朝意识 

 65 

 

 

二、 近人论著 

 

中文文献 

 

朱恆夫，〈《英烈传》的作者、演变与它的艺术性〉，《明清小说研究》，1995 年第

1 期，页 44-51 转 43。 

郑平昆，〈《英烈传》作者考〉，《明清小说研究》，1991 年第 1 期，页 148-160。 

 

刘柏正，〈戴彼得（Peter B. Ditmanson）“政治、暴力与明代中叶的出版业”演讲纪

要〉，《明代研究》，第 26 期（2015 年 6 月），页 215-223。 

刘琼云，〈神魔传统遇上海外知识——《三宝太监西洋记》中的世界、叙事与想

象〉，《台大中文学报》，第 62 期（2018 年 9 月），页 49-104。 

______，〈我们可以从明代道德故事类书中读出什麽？——知识编辑、文化网络与通

俗忠观〉，《新史学》，第 30 卷 3 期（2019 年 9 月），页 1-73。 

何谷理（Robert Hegel）著、刘诗秋译，《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陈学霖，《明代人物与史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杨玉成，〈启蒙与暴力：李卓吾与文学评点〉，收入林明德、黄文吉编，《台湾学术

新视野：中国文学之部（二）》，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7。 

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胡吉勋，〈郭勋刊书考论——家族史演绎刊佈与明中叶政治互动〉，《中华文史论

丛》，2015 年第 1 期，页 367-404。 

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济南：齐鲁书社，1983。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依大中文与教育学刊》 

Ji l id 1(第一期), 2020,eISSN2716-5493，44-74 

 66 

秦曼仪，〈书籍史方法论的反省与实践——马尔坦和夏提埃对于书籍、阅读及书写文

化史的研究〉，《台大历史学报》，第 41 期（2008 年 6 月），页 257-314。 

涂秀虹，《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涂丰恩，〈明清书籍史的研究回顾〉，《新史学》，第 20 卷 1 期（2009 年 3 月），页

181-215。 

钱茂伟，〈传统中国的历史叙事遗产：以陈建《皇明通纪》为中心的讨论〉，《东吴

历史学报》，第 18 期（2007 年 12 月），页 47-74。 

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 。 

 

日文文献 

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东京：研文出版，2004。 

______，《中囯明末のメディア革命：庶民が本を読む》，东京：刀水书房，2009。 

大塚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东京：汲古书院，1987。 

________，〈嘉靖定本から万历新本へ : 熊大木と英烈・忠义を端绪として〉，《东

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 124 期（1994 年 3 月），页 79-134。 

川浩二，〈一矢、睛を贯く——史书《皇明通纪》と历史小説《英烈传》の语り〉，

《中国文学研究》，第 30 期（2004 年 12 月），页 31-47。 

______，〈历史小说《皇明英烈传》における“太祖十二英”——明后期における开

国功臣への评价の变迁とその表出〉，《中国文学研究》，第 39 期（2013 年 12

月），页 104-122。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书物世界と知の风景》，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02。 

德田武，〈通俗军谈研究（一）——《通俗台湾军谈》・《通俗元明军谈》〉，《明

治大学教养论集》第 165 期（1983 年 3 月），页 201-220。 

 



 

纸上开国——书籍媒介、知识制作与《皇明英烈传》中的国朝意识 

 67 

 

英文文献 

 

Chartier, Roger.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Chia, Lucille and Hilde De Weerdt, eds.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 Boston, Leiden: Brill, 2011. 

Chow, Kai-wing.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Ditmanson, Peter. “Imperial History and Broadening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Late Ming 

China.” Ming Studies 71(May 2015) : 23-40. 

Febvre, Lucien and Henri-Jean Martin. 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 Translated by David Gerard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7.  

Hegel, Robert E.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McCarthy, E. Doyle. Knowledge as Cul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McLaren, Anne E. “Ming Audiences and Vernacular Hermeneutics: The Uses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oung Pao 81 (1995): 51-80. 

Wei, Shang. “The Making of the Everyday World: Jin Ping Mei cihua and Encyclopedias for 

Daily Use.” In Dynastic Crisi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nd Beyond. Edited by David Der-wei Wang and Wei Shang.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pp.63-92. 

 

电子刊物 

 

何幸真，〈戴彼得教授演讲“改写历史：陈建《皇明通纪》的出版与再版”纪要〉，

《明清研究通讯电子报》，第 61 期（2017 年） 

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548，读取日期 2020.6.11。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依大中文与教育学刊》 

Ji l id 1(第一期), 2020,eISSN2716-5493，44-74 

 68 

 

附图 

 

 

 

附图一［明］陈建辑、袁黄、卜大有补，《新锲李卓吾先生增补批点正续合併

通纪宗统》（收入《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 2 辑史部第 1 册，重庆：西南师范

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据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日本元

禄九年京都林九兵卫刊本影印），洪武 1 卷，页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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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明］熊大木编辑，《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收入《古本小说

集成》第 4 辑 139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994 年，据日本内阁文库

藏嘉靖 31 年清江堂刊本影印），卷 1，页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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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三［明］不著撰人，《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收入《古

本小说集成》第 2 辑 48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994，据日本日光

晃山慈眼堂藏明刻本影印），卷 1，页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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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四［明］不著撰人，《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收入《古

本小说集成》第 2 辑 48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994 年，据日本日

光晃山慈眼堂藏明刻本影印），首卷，页 1b-2a。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依大中文与教育学刊》 

Ji l id 1(第一期), 2020,eISSN2716-5493，44-74 

 72 

 

 

 

 

附图五［明］不著撰人，《新锲龙兴名世皇明开运英武传》，（收入《古本小

说丛刊》第 36 辑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1991 年，据日本内阁文库藏

明万历 19 年杨明峯刊本影印），卷 2，页 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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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六［明］不著撰人，《新锲龙兴名世皇明开运英武传》，（收入《古本小

说丛刊》第 36 辑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1991 年，据日本内阁文库藏

明万历 19 年杨明峯刊本影印），卷 7，页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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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七［明］不著撰人，《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收入《古

本小说集成》第 2 辑 48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994 年，据日本日

光晃山慈眼堂藏明刻本影印），卷 2，页 36b-37a。 


